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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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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产业扶贫是提升贫困群众自我“造血”能力，提高农户家庭的生计水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了

科学揭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及其机制作用，进一步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扶贫指明方向，该文以西南山区典型贫困

县-万州区为例，运用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

析了 2013 年、2015 年和 2018 年研究区 41 个乡镇的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主导影响因素，并构建了主导影响

因素与产业扶贫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框架。结果表明：产业扶贫政策有效促进了西南山区县域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整体

上升，其政策干预对促进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具有积极作用，干预时间越长，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提升越明显，尤其是深

度贫困乡镇的产业扶贫效率提升最明显。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呈现明显的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高值聚集区位于水资

源丰富、地势平坦的沿江平坝地带，低值聚集区集中在坡度较陡的高海拔山区。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持续落地，道路密

度、特色种植业、劳动力技能培训、农业保险及扶贫信贷资金 5 个政策因素和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及人力资源水平 2 个社

会因素逐渐取代家庭经济因素，成为西南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主导影响因素。该研究结果可为西南山

区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产业的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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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贫困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的问题和现实难

题，消除贫困，促进人类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与繁荣

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追求[1]。解决农户的可持续发展生计

问题是消除贫困的根源，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共

识[2-4]。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建立的脆弱性-可持续生计分析

框架被广泛的采纳，并应用于农户可持续发展生计问

题的研究，该框架将农户家庭所拥有的 5 种生计资本

以“生计五边形”的图示方式进行表达：人力资本、自

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5-8]。当前，

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多是在该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贫

困测度模型及产业扶贫模式、产业帮扶机制等方面对

反贫困问题进行探讨。如 Scheyvens 从增权的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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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旅游产业对贫困地区的生计影响，认为生态旅游在

为贫困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有效增强其自豪

感以及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9]。Vijaya 认为针对家庭个

体的贫困测度模型及帮扶机制比以家庭为单位的帮扶

机制更能产生扶贫成效[10]。Keith 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从

价格、金融和技术等方面对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

给予支持，有助于改善贫困农户的生活水平[11]。 
近年来，中国在精准扶贫理念的指引下，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也探索出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产

业扶贫措施。发展产业作为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如何

因地制宜、创新发展培育产业亦是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

出路。西南贫困山区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独特，发

展特色产业潜力巨大，农业产业扶贫是提升西南贫困山

区贫困群众自我“造血”能力，提高农户家庭的生计水

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精准扶贫战略下，

科学评估农业产业扶贫的精准有效性至关重要。而当前

国内学者对反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产业扶贫模

式的梳理及实践经验的总结[12]和产业扶贫宏观政策演进

及理论机制研究[13]等方面。如邓爱民等[14]运用数据包络

分析法和ArcGIS软件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旅游扶贫效率的

时空格局演化分析，得出长江经济带旅游扶贫效率呈现

整体上升趋势；陈成文等[15]梳理了国外产业扶贫的相关

经验后认为中国在制定产业扶贫政策时应因地制宜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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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特色产业，应开发保险产品，健全保障机制，以此来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总之，国内学界对农业产业扶贫方

面的研究相对薄弱，部分学者从定性的角度进行了相关

研究[16-18]，尚缺少对农业产业扶贫精准有效性的定量研

究，尤其是对西南贫困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及其机制

作用的研究更为少见。因此，本文运用改进的数据包络

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以西南山

区典型贫困县万州区为例，对其 2013～2018 年农业产业

扶贫效率进行分析，并运用 ArcGIS10.2 和 GeoDa095 软

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揭示主导因素机制框架，

藉此完善中国反贫困模式的研究体系和产业扶贫的作用

机理，并为缓解西南山区农村多维贫困，实施高效的产

业扶贫提供决策建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万州区位于 107°55～108°53E、30°24～31°14N 之间，

属于重庆东北区域，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是全 

国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图 1）。气候类型为亚热带季

风气候，冬暖多雾，夏热多伏旱，年均温 17.7 ℃，年均降

水量 1 243 mm。2013 年全区共有贫困户 3.15 万户，9.63

万人。截止贫困县退出，剩余未脱贫户 0.48 万户，1.15 万

人。5 a 内，全区共有 2.67 万户，8.48 万人脱贫出列，脱

贫率达 88%。2014 年以来，万州区实现了贫困村村均培

育主导产业 1～2 个，建成特色效益产业基地 1.2 万 hm2，

形成了“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格局。至 2017 年，累计投入

农业专项补助资金 2.06 亿元，覆盖 41 个乡镇全部贫困

村的 294 个农业产业扶贫项目，完工率高达 95%以上。

为兼顾非贫困村产业发展，各村均实施了基础设施建设

等普惠性政策帮扶措施，如修便民道、产业路、灌溉设

施等。这一政策的落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促

进了贫困人口农业收入稳定增长。经过 5 a 时间精准扶

贫政策的落实，2017 年万州区通过国家级贫困县退出验

收，扶贫政策覆盖全区 41 个乡镇的所有村域。因此，

研究万州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对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

贫的政策推广具有积极作用。 

1.2  数据来源 

精准扶贫理念首倡于 2013 年，实施于 2014 年，万

州区 2017 年通过验收退出贫困县（国家级贫困县第二

批退出县），退出后继续巩固脱贫成果，所以本文选取

2013～2018年为研究时段。万州区共有52个乡镇（街道），

其中五桥和百安坝等 11 个街道位于城区，且城市化率大

于 90%，非农户籍人口比例小，贫困人口数量少，不列

入研究对象，因此，本文研究范围为贫困人口较多的剩

余 41 个乡镇。研究中涉及数据格式有统计数据和矢量数

据两类。各乡镇耕地数量、年均农业投入和产出等统计

数据来自区农业部门；贫困人口数量、家庭收入、农户

家庭特征、产业帮扶等数据来自各乡镇政府部门，基础

设施建设数据来自区扶贫办公室；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来

自区国土部门，采用统一的坐标系统（北京 1954，等面

积圆锥投影）形成空间分析地理底图。 

 
 

图 1  万州区在重庆市的位置 

Fig.1  Location of Wanzhou district in Chongqing 
 

1.3  研究方法 

1.3.1  改进的 DEA 模型 

DEA 模型用于评价多个同类型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投入-产出的相对效率。传统 DEA
模型存在 DMU 决策单元投入和产出水平都很低，但效率仍

能达到 1 的不足。针对这种弊端，本文进行改进构建出
1DMU j 最优决策单元，通过考察每个 DMU 与 1DMU j 最

优决策单元的距离来判别农业产业相对效率。设要评价 n 个

DMU 效率， jx 代表第 j 个 DMU 投入量， jy 代表第 j 个

DMU 产出量，引入虚拟最优决策单元 1DMU {minj   

1 2( , , , ),j j mjx x x  1 2max( , , , )}j j sjy y y ，效率值 1j  是

唯一有效DMU 单元，改进后DEA 测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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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θ(0<θ≤1，为综合效率； T 为单位空间向量； 为

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S(S≥0)为松弛变量；S+(S+≥0)为
剩余变量；s.t 代表限制性条件； j 为决策单元线性组合

系数； 0x 为第 j 个 DMU 输入向量； 0 y 为第 j 个 DMU

输出向量。若 1  ，且 0S S   ，则 DMU 为 DEA 有

效；若 1  ，且 0S  ，或 0S  时，则 DMU 为弱 DEA
有效；若 1  ，则 DMU 非 DEA 有效。贫困地区产业扶

贫的方式有旅游扶贫、养殖业扶贫和种植业扶贫等方式[19]。

实际调研发现，种植业扶贫是万州区贫困农户收入提升

的主要措施，因此本文农业产业扶贫特指种植业产业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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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同时借鉴张立新等[20] 、王良健等[21]学者的研究成果，

将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界定为种植业资源综合利用程度的

反映，表现为西南山区土地资源及所承载的资金、劳动

力投入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相互关系，反映了土地资源

价值的实现程度，并从投入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

和产出要素（经济期望产出）2 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为研

究数据的纵向可比性，以 2013 年水稻价格为基准价将所

有种植业产出折算为现金收入）（表 1）。 
 

表 1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 
Table 1  Input-output indicator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 
一级指标 
First-level 
indicators 

二级指标 
Secondary 
indicators 

指标释义 
Index definition 

土地 家庭发展农业产业的耕地规模/hm2 

劳动力 农业产业生产投入的实际人数/人 投入 Input 

资本 种子、农药、化肥、设施、机械等的投入量/元

产出 Output 各类农产品 折合成经济效益的农作物产值/元 
 

1.3.2  空间自相关模型 

地理学第一定律表明，空间近邻性越大的事物其属

性值之间的相关性越强，即空间依赖性越强[22]。已有研

究表明，贫困在地理空间上存在依赖性和空间非平稳性。

为定量测度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空间依赖程度，即聚集

程度，本文选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来分析其高-高聚集区和

低-低聚集区以及高-低值区和低-高值区。 
1）Global Moran's 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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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为研究单元个数； kX 、 lX 分别为乡镇 k 和 l 的观

测值； X 为观测均值； 2S 为得分值的方差； klW 为空间

权重，乡镇相邻为 1，不相邻为 0。I(d)即 Moran's I 指数，

当   0I d  时表示乡镇间产业效率空间分异大，呈显著集

聚，  I d 值越趋近于 1，表明各乡镇产业效率总体空间

分异越小； ( )E I 为数学期望， ( )V I 为变异系数，Z 值检

验 n 个单元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当为正且显著时，表

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当为负且显著时，表明存在负

的空间自相关；当为零时，呈独立随机分布。 
2）Local Morans I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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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Z  和 lZ 为各乡镇 k 和 l 上观测值的标准化；其中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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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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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0kI  时，表明该乡镇 k 的产业效率与周

围乡镇间异质性小；当 0kI  时，表明该乡镇 k 的产业效

率与周围乡镇间的异质性大。 
1.3.3  地理探测器模型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地理要素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分

异原因的统计学方法，已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3]。

一般来说，如果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的

关联性，则其空间分布规律也应该具有相似性，该方法

既可以检验单因素的空间分异性，也能通过检验 2 个因

素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来检测两因素之间可能的因果关

系[24]。单因素空间分异性探测力指标用 q 值度量： 

2

1
2

SSW
1 1

SST

L

h hh
N

q
N




   


 

 2 2

1

SSW SST
L

h h

h

N N 


  ，  （4） 

式中 h 为被解释变量Y 或解释变量 X 的分类数或分层

数，本文中解释变量的分类为 4 类；N 和 hN 分别为整个

区域和第 h 类中的样本数，在本文中分别表示万州区乡镇

数和每一类中乡镇单元数， 2 为整个区域Y 值的方差，
2
h 为第 h 类的Y 值的方差；SSW 和SST 分别为层内方差

和整个区域的方差。0≤q≤1，q 值越大，说明被解释变量

Y 的空间分异性越明显，如果空间分异性是由自变量 X 形

成的，那么 q 值越大说明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越

强，反之越弱。本文借鉴关于耕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的相

关文献[25]，同时考虑产业扶贫的相关要素（如政策实施），

依据数据的可获取性、科学性、可靠性以及研究区实际情

况构建指标体系研究产业扶贫效率空间分异的作用强度

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即性别（X1）、年龄（X2）、受教育程

度（X3）、农民人均纯收入（X4）、土地收入比例（X5）、耕

地规模（X6）、农业保险（X7）、道路密度（X8）、扶贫信贷

资金（X9）、农业补贴（X10）、劳动力技能培训（X11）、特

色种植业（X12）、人力资源水平（X13）、社会资本参与（X14）、

农户市场参与行为（X15）共 15 项指标（表 2）。 
 

表 2  变量选择及说明 
Table 2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因素类型 
Element type

代码
Code

指标名称 
Index name 

指标释义 
Index definition 

应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Y 产业效率 各乡镇农业产业扶贫效率/% 

X1 性别 男性户主或女性户主/户 

X2 年龄 户主年龄/岁 
个体因素 
Individual 

factors X3 受教育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a 

X4 农民人均纯收入 按人口平均的“农民纯收入”/元

X5 土地收入比例 土地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

X6 耕地规模 家庭拥有耕地数量/hm2 

家庭经济因素
Family 

economic factor
X7 农业保险 家庭购买农业保险的额度/元 

X8 道路密度 
道路长度与乡镇面积的比值

/(km·km2) 

X9 扶贫信贷资金 
家庭获得 5 万元以下小额 
信贷资金的数量/元 

X10 农业补贴 
家庭获得农业补贴资金的数量/
元 

X11 劳动力技能培训 
家庭参加种植业技能 
培训的频次/次 

政策因素 
Policy factors

X12 特色种植业 
除玉米、水稻、红薯等传统农 
作物的其他经济类作物面积/hm2

X13 人力资源水平 
家庭 16~64 岁的常住劳动 
力数量/人 

X14 社会资本参与 
东西部协作中家庭获得帮扶 
资金数量/元 

社会因素 
Social factors

X15 农户市场参与行为 家庭种植业年经济效益/元 

User
高亮

Use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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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总体特征 

公式（1） 测算结果表明，万州区 2013 年（政策实

施前）、2015 年（政策实施初期）和 2018 年（贫困县退出

后）的农业产业综合效率分别为 0.448、0.470 和 0.572，
退出后效率比政策干预初期提高 0.102，比政策实施前提

高 0.124，累计提升率为 27.68%。从政策首倡到贫困县退

出，效率提升幅度逐年上升，2 个时间段（2013－2015 年

和 2015－2018 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011 和 0.034，
干预后年均增长率比干预前高 0.023，表明研究期产业扶

贫政策干预效应明显。整个研究期的综合效率平均值为

0.510，2013 年和 2015 年分别低于均值 0.062 和 0.04，2018
年高于均值 0.062，可见，贫困县退出对效率平均值的贡

献较大。数据显示，政策实施以来，万州区针对 “产业

发展脱贫一批”的政策要求逐步推进村域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实现了 41 个乡镇 140 个贫困村“一村一品”的产业

布局，逐年完善全区道路和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使村组

路通畅率达到 92%，表明干预时间越长帮扶成效越明显。 
2.2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时空差异 

借助ArcGIS 10.2软件平台对2013年、2015年和2018

年 3 个研究时段的产业扶贫效率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

为更好的展示分异效果，最终选取 4 级自然断点分级法

将农业产业效率分为低值区、中低值区、中高值区和高

值区 4 个级区（图 2）。 

从时间序列看，自 2013 年首倡精准扶贫理念至贫困 

县退出，万州区 41 个乡镇的产业扶贫效率均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表 3）。2015 年，各乡镇效率变化呈现出“小幅提

升-无变化-小幅下降”3 种趋势。小幅提升的乡镇有高粱镇

和黄柏乡；无变化乡镇有分水镇等 31 个乡镇；小幅下降

的乡镇有李河镇等 8 个乡镇。效率下降的乡镇大多位于

东南部山区，该区域自然条件恶劣，贫困程度深，精准

扶贫政策实施后，各乡镇土地用途由传统作物转为经果

栽植等效益农业，因林果业初果期一般在 3 a 左右，出现

政策效应的短期滞后性。2018 年，各乡镇产业扶贫效率

均有大幅提高。高值区乡镇比 2015 年增加了 3 个，分别

是响水镇、龙沙镇和高峰镇；溪口乡和长岭镇从 2013 年

的中低值区上升到中高值区，但中高值区乡镇数量总体

无增加；中低值区数量比 2015 年增加了弹子镇等 6 个乡

镇；低值区减少了 9 个乡镇，其中龙驹镇由上一阶段的

低值区跃升为中高值区，效率提升明显。数据显示，该

镇海拔在 900 m 以上，地形呈“两山夹一沟”谷地状分布，

坡多坝少，且 2013 年全镇仅有一条通镇、通村硬化路，

86%的行政村尚未解决镇通村道路的出行难问题。作为重

庆市识别的 18 个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市帮扶集团指

派相关单位对口帮扶（具体措施：组建驻村工作队；为贫

困户指定帮扶责任人；争取项目资金；加大劳动力培训；

招商引资发展特色种植业等措施）该镇，同时龙驹镇立足

市级边贸重镇实际，依托万（州）利（川）高速建成通车

的优势，共落实到位项目资金 13.476 亿元，构建起以茶叶、

柠檬、中药材、经果蔬菜等为主的现代农业发展框架。 
 

表 3  研究期内各乡镇农业产业扶贫效率 
Table 3  Efficien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townships and towns during study period 

年份 
Year 

高效率区 
High efficiency area 

中高效率区 
Medium-high efficiency zone 

中低效率区 
Medium- low efficiency zone 

低效率区 
Low efficiency zone 

 （0.554~0.659） （0.449~0.554） （0.346~0.449） （0.278~0.346） 

2013 
分水镇、李河镇、柱山乡、 

九池乡、甘宁镇 

后山镇、太龙镇、白羊镇、茨竹乡、新田

镇、溪口乡、燕山乡、新乡镇、长坪乡、

五陵镇、瀼渡镇、龙沙镇、郭村镇、响水

镇 

孙家镇、铁峰乡、天城镇、 
高粱镇、小周镇、大周镇、 
黄柏乡、长岭镇、高峰镇、 
龙驹镇、恒合乡、普子乡、地保乡 

弹子镇、余家镇、熊家镇、 
太安镇、长滩镇、梨树乡、 
白土镇、走马镇、罗田镇 

 （0.596~0.689） （0.486~0.596） （0.397~0.486） （0.228~0.397） 

2015 
分水镇、柱山乡、 
九池乡、甘宁镇 

李河镇↓、高粱镇↑、 
太龙镇、黄柏乡↑、 
白羊镇、茨竹乡、新田镇、燕山乡、新乡

镇、长坪乡、五陵镇、瀼渡镇、龙沙镇、

郭村镇、响水镇 

后山镇↓、孙家镇、天城镇、 
小周镇、大周镇、长岭镇、 
高峰镇、溪口乡↓ 

弹子镇、余家镇、铁峰乡↓、 
熊家镇、太安镇、长滩镇、 
梨树乡、白土镇、走马镇、 
罗田镇、龙驹镇↓、恒合乡↓、

普子乡↓、地保乡↓ 

 （0.647~0.719） （0.564~0.647） （0.438~0.564） （0.315~0.438） 

2018 
分水镇、柱山乡、九池乡、甘

宁镇、高峰镇↑、响水镇↑、

龙沙镇↑ 

李河镇、太龙镇、黄柏乡、白羊镇、茨竹

乡、新田镇、长岭镇↑、龙驹镇↑、溪口

乡↑、燕山乡、新乡镇、 
长坪乡、五陵镇、瀼渡镇、郭村镇 

弹子镇↑、余家镇↑、后山镇、 
孙家镇、天城镇、高粱镇、 
铁峰乡↑、小周镇、熊家镇↑、 
大周镇、太安镇↑、长滩镇↑、 
走马镇↑、罗田镇↑ 

梨树乡、白土镇、恒合乡、 
普子乡、地保乡 

注：“↑”表示与上阶段比效率小幅提升的乡镇；“↓”表示与上阶段比效率小幅下降的乡镇；无“↑”“↓”表示与上阶段比效率无变化的乡镇。 

Note：The “↑” show the towns with a small increase in efficiency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stage; The “↓” show the towns with a small falling in efficiency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stage;No“↑”“↓”show the towns with the same efficiency as in the previous stage. 

 

从空间分布看，万州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呈现出“蘑

菇状”半包围式空间分布格局（图 2）。高值区和中高值区

主要位于西南部长江谷地，区域内海拔低、地势平坦，

受长江两岸山区泥沙冲积的影响，多微型山麓冲积平原

和河漫滩，坝多土肥，农业生产潜力大；低值区和中低

值区大多位于西北山区和东南部山区，该区域距江道和

城区较远，海拔高、坡度大，水热组合条件差，基础设

施建设难度大，贫困量大面宽、程度深。 

2.3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空间关联特征分析 

自然断点法表现出的空间分异只能对研究结果进行

空间规律划分，对研究对象间的空间关系无法细致表征。

本文借助 GeoDa095 软件研究了万州区 2013 年、2015 年



第 13 期 王  刚等：西南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分析 

 

247 

和 2018 年的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全局莫兰指数（采用 999

次随机化运算提高结果的稳健性），用以分析其总体格局

演化特征（图 3）。在此基础上，采用邻接关系矩阵

（contiguity weight）中的 Queen contiguity 矩阵（共边或

共点为邻接）创建空间权重矩阵刻画农业产业扶贫效率

与邻域间的关系，进一步对其局部空间集聚格局演化特

征进行探究（图 3）。 
 

 

 
 

图 2  万州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 Wanzhou district 

全局空间关联特征表明研究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具

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3 个研究时段的全局莫兰指数分别

为 0.497、0.651 和 0.644，经迭代后显著性结果 Z 值分别

为 6.113、6.238 和 6.113，均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明帮扶后的万州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整体上互相影

响。但全局莫兰分析只能解释全域相关或集聚，并不能

直观可视具体区域，由此引入局部莫兰指数来解释这一

现象。 

局部空间关联特征表明研究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具

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且出现高-低聚集区。利用局部空

间自相关得到时间序列的 LISA 聚类图（图 3），同样采

用 999 次随机化运算增强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研

究时段内全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

聚性，且这一集聚特征与上文所述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空

间格局吻合。与 2013 年比，2015 年高值区和低值区集聚

范围均扩大，主要原因是西南部长江沿岸各乡镇贫困村

数量相对较少，产业结构虽有调整但力度较小，东南部

的高海拔山区将部分农地转变为经果林地，出现了政策

效应的滞后性；与 2015 年比，2018 年高值区集聚范围趋

于稳定，低值集聚范围缩小，且出现高-低聚集区，即地

处东南部高山区的龙驹镇效率明显高于周边乡镇，主要

原因是产业扶贫政策的高强度实施推动了农业产业效率

大幅度提升，扶贫产业带动贫困农户脱贫增收成效明显，

尤其是作为重庆市深度贫困乡镇的龙驹镇更是受惠于“靶

向扶贫”措施。 

3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探测器善于分析类别变量，故本文首先采用

SPSS25.0 的 K 平均值聚类法分别将各要素变量进行 5 级

离散化处理，即由低到高分别为低（20%）、中低（20%）、

中等（20%）、中高（20%）、高（20%），然后以此为阈

值对 3 个研究时段的各指标进行因子探测分析，分别计

算出各影响因子对研究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空间布局的

决定力 q 值（表 4）。 

结果表明，2013 年万州区产业扶贫效率主要受农

民人均纯收入（X4）、土地收入比例（X5）、耕地规模（X6）、

农业补贴（X10）、人力资源水平（X13）和农户市场参与

行为（X15）的影响，其探测值均在 10%置信水平上显

著。在所有特征因子中，个体因素的 3 个变量对农业产

业效率均无显著影响；家庭经济因素中的农民人均纯收

入、土地收入比例、耕地规模对效率的影响最大，解释

力分别达到了 0.654、0.623 和 0.562，表明研究初期家

庭经济因素对农业产业效率的影响较大。农业补贴是中

国长期实行的一项传统惠农政策，农户大多将该资金用

于购买化肥等生产性资料，因此，研究初期对产业效率

产生了积极影响。传统作物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性较

高，具有较多常住务农人口的家庭土地撂荒比例低，且

在当时山区农村交通极其不便利的情况下劳动力成为

连接农产品与市场的重要交通工具，因此，人力资源水

平和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对产业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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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万州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 LISA 聚类图 

Fig.3  LISA clustering figur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in Wanzhou district 

 

与 2013 年相比，2015 年的探测结果中土地收入比例

（X5）、农民人均纯收入（X4）、耕地规模（X6）、人力资

源水平（X13）和农户市场参与行为（X15）5 个因素依然

对农户家庭的农业产业效率起关键作用。除此之外，农

业保险（X7）、道路密度（X8）和扶贫信贷资金（X9）替

代农业补贴对农业产业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其强弱依次

为扶贫信贷资金>道路密度>农业保险，这是因为 2014 年

产业扶贫政策开始实施，万州区率先在城周乡镇试点修

建产业路和村组路，同时部分农户将信贷资金投入到政

府引入的金银花和葫芦瓜、香炉瓜、金瓜等各种特色瓜

类的种植上，这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农业结构调整。 
 

表 4  万州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化影响因子变化趋势 
Table 4  Influence factor change trend on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in Wanzhou district 

2013 年 2015 年 2018 年 
指标 

Indicators  q 值
q-value

P 值
P-value

q 值
q-value 

P 值
P-value 

q 值
q-value

P 值
P-value

X1 0.113 0.432 0.088 0.323 0.130 0.512 

X2 0.222 0.302 0.311 0.298 0.200 0.421 

X3 0.187 0.178 0.200 0.122 0.180 0.167 

X4 0.654 0.000 0.590 0.000 0.211 0.133 

X5 0.623 0.000 0.610 0.000 0.293 0.210 

X6 0.562 0.023 0.577 0.045 0.407 0.169 

X7 0.420 0.670 0.421 0.078 0.520 0.025 

X8 0.202 0.189 0.521 0.011 0.666 0.000 

X9 0.520 0.486 0.547 0.033 0.423 0.088 

X10 0.501 0.009 0.194 0.545 0.340 0.465 

X11 0.342 0.676 0.213 0.400 0.586 0.001 

X12 0.192 0.210 0.393 0.178 0.626 0.000 

X13 0.432 0.089 0.413 0.002 0.426 0.045 

X14 0.086 0.450 0.103 0.432 0.226 0.322 

X15 0.429 0.001 0.357 0.000 0.526 0.000 

 

至 2018 年，政策因素的决定力明显增强，在 10%置

信水平上对万州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具有显著影响的因

素主要有道路密度（X8）、特色种植业（X12）、劳动力技

能培训（X11）、农户市场参与行为（X15）、农业保险（X7）、

人 力 资 源 水 平 （ X 1 3 ）、 扶 贫 信 贷 资 金 （ X 9 ） 

等 7 个因素，具体表现为 X8> X12> X11 >X15 >X7 >X13 >X9。

数据显示，2018 年，万州区村组路硬化率达到 95%，道

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产业扶贫中投资最大、农户最具

获得感的普惠性项目。同时，各乡镇根据所处自然地理

环境和常住劳动力状况发展了差异化的特色种植农业，

并加强了针对性的劳动力技能培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农户增收。同期实施的扶贫信贷资金政策为有劳动

力且敢于尝试投资的农户提供了资金保障，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产业增收。 

综上所述，3 个研究时段内，除性别（X1）、年龄（X2）、

户主受教育程度（X3）和社会资本参与（X14）4 个指标

外，其余 3 个因素类型 11 个影响指标均对万州区农业

产业扶贫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影响力逐年发生变

化。截止贫困县退出，政策因素和社会因素取代家庭经

济因素已成为万州区产业扶贫效率的 2 个主要影响因

素类型，且政策因素的影响力大于社会因素。具体来看，

到 2018 年显著性影响指标包括道路密度（X8）、特色种

植业（X12）、劳动力技能培训（X11）、农户市场参与行

为（X15）、农业保险（X7）、人力资源水平（X13）和扶

贫信贷资金（X9）。 

3.1  主导因素的作用机制 

由以上研究可知，万州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具有空

User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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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异质性，多种因子共同作用造成其效率的空间分异，

影响因子作用程度决定了效率值高低。因此，进一步分

析各主导因素对其分异的作用机制，可为山区农业因地

制宜、科学扶贫、精准脱贫施策提供参考依据（图 4）。 
 

 
 

图 4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主导因素作用机制 

Fig.4  Leading factor action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1）道路密度与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共同作用促进贫

困山区农业产业效率的提高。一方面路网密度作为交通

通达性的重要指标，其值越大意味着农户与市场联系程

度越高，进而促使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提高。另一方面便

捷的交通促使乡村物流、人流以及信息流速度加快，既

方便了农户购买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也消除

了农户对产品“愁卖”的心理障碍，为农业生产大户的培育

提供了条件。数据显示，截止 2013 年底，万州区撂荒农

用地面积高达 39%，剩余 61%的农用地产出的商品化率不

足 30%，这一结果既有道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的农产

品进出市场难的问题（2013 年，万州区 80%的行政村无通

村公路，剩余 20%的村落也仅是因位于国道两侧借势出

行，村组产业路覆盖率不足 10%，农产品转运主要依靠人

挑畜驮），也有市场信息掌握滞后造成作物结构调整不及

时最终导致市场对农作物的囤积压价等的原因（传统作物

主要有水稻、玉米、小麦、红苕和洋芋 5 类，水稻和小麦

主要用途为满足家庭粮食需求，玉米、红苕和洋芋为满足

生猪、鸡鸭等牲畜和禽类的饲料需求）。2013 年以来，万

州区实施了“产业保民生，道路促销路”的产业扶贫措施，

户户有便民道，组社通产业路，截止 2018 年，通村通组

率达到 95%，响水、高峰、甘宁等乡镇还实施了“订单式

上门采购”的产销模式，加速了农产品的经济转化效率。 

2）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包括人力资源水平

（劳动者数量、身体素质、受教育程度等）和劳动者所

掌握的某项劳动技能水平 2 个方面。对山区贫困县而言，

较高的劳动力水平是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具有良好身体素质和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更易于接

受新的市场挑战来提高农业产出。同时，加大农业生产播

种施肥、覆膜保水、配方改土、除草防虫和采收储运等精

细化管理的技术培训力度，可以有效防治农业生产的病虫

害，抵御气象等自然灾害，降低生产风险，打消生产顾虑，

提高农业收益。数据显示，万州区因病因残的贫困家庭仅

有 21%接受了特色种植业发展，其余 79%的农户发展小规

模禽类养殖或依靠兜底保障政策，而因学、因灾、缺水、

缺技术致贫的农户接受特色种植业的比例达到 52%。另

外，2018 年各乡镇累计组织百人次以上的农业技术培训班

114 场次，实现了有培训需求的家庭全覆盖。 

3）金融支持对促进扶贫农业产业发展作用显著。对

于劳动力充足但缺乏产业发展资金的农户来说，小额信

贷资金可以扶持其扩大农业规模，培植优势产业，以规

模效应促进效率提升。通常情况下，农业生产面临的诸

多挑战是市场风险、病虫害风险和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

一旦遭遇市场突变或受病虫害和大风、冻害、干旱等灾

害的侵袭，农业生产将会颗粒无收。产业扶贫给予贫困

家庭优惠的金融农保政策，可增强农户发展产业的自信

心，通过“造血”能力的渗透来提高产业收益，险种越

多农户保收稳定性越强。数据显示，万州区约 36%的农

户因缺资金致贫，该类农户发展产业的意愿强，内生动

力足，但受困于“产业转移带动一批”的资金供给不足。

2013 年以来，全区 1～5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产业发展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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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贷率累计达到 52%，获益贫困人口约 0.62 万户，1.98

万人（万州区 2018 年农村产业发展项目清单显示，受益

于获贷资金，约 0.1 万户家庭的效益农业种植规模在

0.67~1.33 hm2 之间，300 户在 1.33~3.33 hm2 之间，200

户大于 3.33 hm2，直接带动农户占比为 24.19%；其余

75.81%的获贷家庭以“农户+合作社+公司”的形式入股

或发展其他产业，户均年收益超过 0.3 万元）。同时，种

植规模在 0.67 hm2 以上的农户家庭实现了农业保险全覆

盖，最大限度减小了农业生产损失。 

4）特色种植业是一种高效益农业，包括各种农作物、

林木、果树、观赏和药用等植物的栽培，与玉米、水稻、

土豆等传统作物相区分。相关研究[21]表明，在贫困地区

是否发展特色种植业，应综合对比衡量传统作物的市场

前景，当其经济效益较高时，政府应继续扶持该类作物

（因传统作物在当地种植历史悠久，劳动者已有丰富的

经验来应对风险）的种植；当传统作物效益较低时，保

持该类作物的生长会使农村陷入更为贫困的恶性循环

（传统作物销路受阻，农户将其产品用作家禽饲料供给，

因收益较低劳动力离乡务工寻求生计，农村形成了“低效

农业－劳动力流失－空心化村－耕地撂荒－低效农业”的

负向链条），此时，政府应引导农户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高效农业。数据显示，2013 年以来，万州区在测土配方、

市场调研等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了特色产业。以市级深度

贫困乡镇龙驹镇为例，借助古代楚、蜀两国交界的边贸优

势以及森林资源禀赋优势，培育了特色主导产业促进了农

户增收：宏福、赶场等村栽植的 532.8 hm2优质花椒基地（配

套烘干、加工、除杂等设备）带动约 1 000 名贫困人口人均

增收 0.6 万元，梧桐、灯塔等村栽植的 400 hm2脆李、脆桃

优质伏淡季水果基地（配套观光采摘）带动 1 000 名贫困

人口人均增收 0.5 万元，丛木、团结等村栽植的 333 hm2优

质柠檬基地带动 1 000 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0.5 万元，龙

溪、灯台等村栽植的 333 hm2高山茶叶基地带动 1 000 名贫

困人口人均增收 0.7 万元，玉合村 66.6hm2高产优质油橄榄

和茶园、老雄、花坪等村发展的石菖蒲、栝楼、石斛等

133.2hm2中药材带动 1 000 名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0.4 万元，

信义社区打阵坪、花坪村的林菌等林下种植人均增收 0.3 万

元。 

4  讨 论 

精准扶贫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产业扶贫

仅是推动精准扶贫成效的类型之一。各项主导因素并非

对产业扶贫效率产生独立影响，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共同促进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提升，如技能培训加速了

特色种植业的发展，路网密度通过市场参与度间接影响

着农户对市场供需信息的掌握，进一步通过调整产业结

构来增加收益[26]，本文构建的因素作用机制虽然分析了

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但因素交互形成的具体效应量

并未分析，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时间尺度上看，因产

业扶贫政策实施时间不长，研究中只能测量政策实施的

短期效应，随着时间的变化，部分影响因素的决定力可

能减弱或许消失，部分影响力又可能增强，如随着小额

信贷资金违约行为和坏账率的发生，金融部门的放贷政

策可能收紧，随着贫困退出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人

力资源水平又可能进一步增强，诸如此类因素的变化对

2020 年后产业扶贫政策的长期效应有待进一步考察，对

加强以产业扶贫为核心的精准扶贫、可持续脱贫保障体

系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5  结 论 

本文以西南山区国家级贫困县万州区为例，运用改

进 DEA 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及地理探测器，探索山区

农业产业扶贫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深入挖

掘其效率隐含的空间格局及关联特征，通过定量分析揭

示了其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产业扶贫的政策冲击有

效推动了西南山区县域农业产业扶贫效率的整体上升，

政策干预对促进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具有积极作用，干

预时间越长其效率提升越明显，尤其是深度贫困乡镇效

率值提升最明显。因此，建议山区贫困县应继续保持“脱

贫不脱政策”的干预机制。 

2）政策干预后的山区农业产业扶贫效率呈现规律性

空间分异格局，出现明显的高值聚集区和低值聚集区。

高值区位于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的沿江平坝地带，低

值区集中在坡度较陡的高海拔山区。因此，建议山区贫

困县应在遵循资源禀赋条件的空间分异规律下差异化发

展产业，如高海拔地区依托地形优势发展高山茶叶和中

草药等垂直农业，沿江平坝地区发展耐受高积温的瓜果

等喜湿热作物。 

3）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持续落地，政策因素和社会

因素取代家庭经济因素对西南山区贫困县的农业产业扶

贫效率产生主要影响。政策因素包括道路密度、特色种

植业、劳动力技能培训、农业保险和扶贫信贷资金 5 个

指标，社会因素包括农户市场参与行为和人力资源水平 2

个指标。因此，建议山区贫困县应建立“交通－产业－人

力资本－金融－市场”五位一体的可持续脱贫产业发展政

策保障体系，构建 2020 年后产业扶贫效率提升的干预框

架，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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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 worldwide problem, especiall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poor, improve the livelihood level of the 
rural family,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With the introd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concep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alyses of whether agricultural industry'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poor or not, determination of what are the leading factor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ies, and further scientifically reveal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its mechanism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he previou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however, in this paper, we used innovative analysis for this research problem from a 
geospatial perspective using Wanzhou District, a national poverty-stricken county in the South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with 
a rate of alleviate poverty of 88% from the year 2013 to 2018 under the government program. The main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included that (1) an indicator system was constructed for factors that affected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spatial perspective, and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was measured by the improved 
DEA efficiency mode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Global Moran’s I model and geo-detector; (2) a framework of 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domin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was establish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and its dominant influencing 
factors in 41 townships in the study area in 2013, 2015 and 2018 were further analyzed by the natural breakpoint classification 
method, Moran index, and geo-detector, and (3) a framework of the dominant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was set up, which can b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China's anti-poverty model and the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further provided decision-making suggestions to allevi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south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Moreover, the data in this paper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sector,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and the national land department, 
which was really reliable, the software such as SPSS 25.0，Arcgis10.2 and GeoDa095 were used for analysis. The main 
conclusion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paper were, (1)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overall increase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of the county industry in the southwestern mountainous area. 
Its policy intervention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of the poor, the longer the intervention time, 
the more obvious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specially in deep poverty towns. (2) The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showed obvious high-value clusters and low-value clusters. The high-value gathering area was located in 
the flat dam area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with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and flat terrain. The low-value gathering area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high-altitude mountainous area with a steep slope. (3) The substitution of family and economic factors by 
policy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had become the two main type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Wanzhou District, and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factor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social factor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e five major social factors of road density, characteristic 
planting, labor skill training, agricultural insuranc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redit funds,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level gradually replaced the family economy factor, and became the leading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Finally, this paper offers several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policy direc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words: land use; models; agriculture; poverty; geo-detector; agricultural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efficiency; 
poverty-stricken county; Wanzhou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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